
·新职业青年的就业与发展·

【主持人语】这是一组关于新职业青年的基于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分析

的研究文章，而且主要聚焦于新职业青年中的一个类别，即 “网约配送

员”。“网约配送员”是国家正式的职业称号，坊间更习惯于用 “外卖骑手”

“骑手”“快递小哥”来称呼这个职业。他们的总人数目前还没有严格的统

计数据，但根据相关调查估计，目前全国 “外卖骑手”有 １０００多万人。他
们在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保障社区居民供给的突出作用，给社

会留下深刻印象。“外卖骑手”是一个小窗口，透过这个小窗口，我们看到

两个就业的新趋势：一个是就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即与互联网相连的各种

新业态、灵活就业形式、新零工经济等迅猛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

济下行压力下的就业问题；另一个是青年人的择业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即他

们更倾向于选择工作的时间和节奏自主性强、灵活性强的职业。这种新趋势

也带来就业的稳定性、灵活就业的劳动保障、制造业的 “招工难”等一系

列新问题，亟须加强对这种新趋势影响的研究。

这组文章还提出了 “９５后”的 “新世代农民工” （“外卖骑手”中约

６０％是农民工）的新概念，认为他们与 “７０后” “８０后”的 “新生代农民

工”相比，在职业选择、就业形式、市民化期望等方面呈现全新的特点。

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在推动就业新趋势研究方面给人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　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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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一直为学界和国家相关部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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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四个方

面的变迁进行分析。本文使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结果发现，

随着国家不断出台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各项措施，农民工在经济收

入、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本地人认同水平方面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在

就业稳定预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没有显著改善。在分离了生命周期效

应的世代效应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要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

其就业稳定性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未相应提升。“８０后”新生代农民工尤
其重视各类社会保障，相比较而言，新世代农民工的 “高收入、高本地人认

同”与 “低稳定就业、低保障水平”之间的矛盾性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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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得以大幅提

升。１９７８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 １７９２％，而 ２０２０年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
口占比６３８９％。① 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 “乡土中国”面貌，目前超

过六成的人口居住在城镇，有近５亿的人口 （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于城乡之

间、城市之间，其中就包括近３亿的流动农民工，② 因此，有学者称中国社
会已经进入 “迁徙中国／流动中国”时代。③ ２０２０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
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④ 城镇化以人

为核心，就要直面流动人口问题，着力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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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城镇化

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和城市化的目标能否实现。

以往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研究呈现两个特点。第一，虽然

建立的测量指标体系各有不同，但基本将市民化分为经济获得、社会保障、

社会融入、身份认同等几个维度；① 第二，用农民工群体与城镇户籍工作

者的比值来衡量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这种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

民工与城镇市民之间的差距，在群体之间实现横向对照，却无法展现时间

维度上市民化进程的变化。近十几年，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发生了较大变

化，从最初的强力控制和限制，逐渐转变为以引导疏导为主，② 出台市民

化的管理与服务措施，再到大部分城市取消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进程。国家政策的变化如何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需要通过纵向

的分析才能体现。

此外，新老世代农民工因成长环境、平均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在外出务

工动机、职业选择、生活、消费、社会交往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由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 “代际革命”已被学者所注意。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７０后”“８０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进入人生的中年阶段，他们承担着组建
家庭、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等生活重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最新研究发

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化趋势的主导性观点忽视了家庭化的深刻影响，家庭

化提出的家庭延续与发展要求让他们转变了劳动伦理和消费观念。④ 这对市

民化研究的启发是，在剖析新老世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的差异时，需要

将生命周期带来的影响也纳入考虑范围，只有通过分解年龄带来的生命周期

效应，才能看到真正的世代差异。此外，随着 “９５后”不断进入劳动力市
场，作为成长于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世代，他们的职业选择、就业形式、市

民化期望也呈现全新的特点，本文将 “９５后”的农民工称为 “新世代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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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将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本文使用了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模型，

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放在年龄、时期、世代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中年龄

效应代表随着年龄增长、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带来的变化，时期效应代表国家

政策、市场形势、重要事件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影响，世代效应则是指出

生在不同年代的农民工，其成长关键期受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形成不同的能

力、期望和社会价值观，从而导致不同的市民化进程。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市民化的概念操作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融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视

角。社会融合视角主要从卡尔 · 博兰尼 （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 提出的嵌入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观点出发，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仅包含经济领域内农民工
的参与，还涉及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制度系统的融合和整合。① 农村流动

人口虽然进入城市社会，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不太成熟的市场层面与城市发生

联系，没有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疏远乃至

不认同的感受，处在 “半城市化”状态。② “半城市化”在经济活动中表现

为农村流动人口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并且没有被赋予组织权、社会保障

权、发展权 （比如受培训、受教育）等。在城市的社会生活行动层面，他

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形成了

明显的隔离，难以建立交往纽带。③ 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接

纳和认可，他们对城市社会持有复杂的情结，逐渐地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

寻找内群体的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左右他们交往的原则是血缘、地缘、业

缘和社会身份。④

社会融合视角强调市民化过程包含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多个层

面的融入，它不仅包括户籍本身的转变，还包括户籍之下的社会保障，

以及生活其间的人能够在心理和文化层面都融入整个系统。因此，本研

·９４·

高海燕　朱　迪：新老世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特点

①

②

③

④

参见黎红：《从嵌入、漂移到融合：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研究》，《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期，第 ９５～１０２页；黄斌欢：《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社会学
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第 １７０～１８８页。
参见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 “半城市化”问题研究》，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７～１２２页。
参见徐清华、张广胜：《居住隔离与农民工市民化》，《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第 ４３～５３页。
参见汪华：《乡土嵌入、工作嵌入与农民工集体行动意愿》，《广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第 １９４～２０３页。



究将其作为市民化概念的分析框架，其中经济方面包含收入水平、失业

预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方面包含养老、医疗、生育、工伤、

失业保险，社会参与包含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的建立，心理心态方

面则指本地人认同。该市民化框架也许不能反映所有与市民化相关的概

念和维度，但本文力图将社会融合的重要维度包含进来。下面分别从年

龄、时期、世代三个方面论述农民工市民化的变化趋势。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年龄效应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过程明显受到年龄效应、生命周期等因素的

影响。① 李培林等对农民工的调研发现，收入与年龄呈现 “倒 Ｕ型”曲线，
连续外出务工３年以上的农民工收入最高。② 在社会保障参与方面，年纪越
大的人，其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障的需求越强，③ 表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强

的趋势；而在工伤、生育、失业保障方面，中年人处于生育以及承担最大生

活压力的阶段，此类保障的参与意愿是最高的。在社会参与方面，已有研究

表明，在结婚生育前农民工参与各类老乡会、娱乐消费活动较为频繁，这些

社会参与随着农民工步入稳定的家庭生活而逐渐变少，④ 随着年龄的增长，

健康状况成为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因素，老年人成为高社会参与群体

的概率逐渐减小。⑤ 因此，可以预期未成家的年轻农民工的社会参与水平最

高，其次分别是中年农民工和老年农民工。在本地人认同方面，已往研究表

明在居住地居住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认同本地身份。⑥ 由于在本研究中大

多涉及的是县域以内的流动人口，年龄越大的人，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久，

本地人认同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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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农民工的年龄和生命阶段对其市民化程度产生显著影响，表现
为收入水平、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需求随着年龄增长呈 “倒 Ｕ
型”曲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需求以及本地人认同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增

强，社会参与水平随年龄增长而降低。

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时期效应
按照社会发展时期的变化和重大政策文件出台的时间，黎红将农民工市

民化过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① 其中，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一阶段

（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年），农民在农村的 “推力”和城市的 “拉力”的双重作用

下，为改变贫困的生活境遇，冲破各种阻力进城就业，这一阶段的农民工城

市融入具有强制性 “嵌入”的特征，表现为劳动就业方面的被限制和被排

斥，以及市民群体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歧视。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二阶

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伴随中央提出要 “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

以及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发布，农民工的城市工

作生活环境有所改善，歧视性劳动就业规定基本被取消，社会群体关系趋向

友好，但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农民工为了家庭生

计，需要经常流动，变换职业和住所。城市提供的居住环境、社会福利、网

络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中定居，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并不高，② 这一

阶段具备 “半城市化”的特征。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的第三阶段 （２０１３
年至今），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问题得到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③ 这是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２０１９年国家发展
改革委印发 《２０１９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规定城区常住人口 １００万 ～３００万人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
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３００万 ～５００万人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
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④ 国家在城镇化政策上有了实质

性的变革，为农村流动人口在 ５００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市民化扫除了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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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

此外，近十年来，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明显放缓，很多地方出现 “民工

荒”的情况。① 在社会劳动力供给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价格势必会上

涨，这对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社会政策根本

性转变的 “外部赋权”和劳动力转移拐点出现带来的 “内部增能”背景下，

本文提出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时期效应的假设：

假设２：随着时期的推移，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也随之提高。
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世代效应
在关于市民化的研究中，新老世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能力受到广泛的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指 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并在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他们
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迫切想融入城镇，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

和身份的需求和能力都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② 而随着 “９５后”的农民工
逐渐走入劳动力市场，作为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其价值观念、文化水平、

就业选择等方面直接受到第二代农民工的影响，③ 同时，他们作为在互联网

迅速发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生活形态、价值观念又具有非常鲜

明的特点。因此，本研究将 “９５后”的农民工定义为新世代农民工，对其
市民化特点予以重点关注。新世代农民工纷纷在 “短平快” “高报酬”的

激励下从事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兴职业，他们具有更多元的职业选

择和获取更高收入报酬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们的农村生活经验尤其是务

农经验有限，缺乏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吃苦耐劳的品质，家乡对他们来说

已经成为 “回不去的地方”。④ 新世代农民工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也高于

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⑤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世代效应假设：

假设３：随着世代推移，新世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要高于新生代农民
工，且两者的市民化程度都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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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数据和变量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是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通常来讲，在社会急剧

变迁的情况下，年龄、时期和世代分析代表着不同的信息。年龄效应代表

个体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生理、心理特点的变化。时期效应代表在调查时间

当下宏观社会、经济、制度、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以及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

世代与前两者不同，指的是同一个出生世代或者经历过同一历史事件的群

体。年龄—时期—世代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
Ｃｏｈｏｒ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ｒｏｓｓ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简称 ＨＡＰＣ）① 是一种在
年龄—时期—世代分析模型中被广泛应用的方法，该方法假设年龄、时期和

世代三个元素中年龄为固定效应，时期和世代为随机效应。这种设定打破了

年龄、时期和世代三者的简单线性关系，使这三个元素不再处于同一个层

面，而是产生了嵌套关系，从而使年龄、时期和世代相互间的线性约束不再

成为问题。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

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ＳＳ）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１年的调查。本研究借鉴国家统计局
的界定方式，② 农业转移人口即指具有农业户籍且从事非农工作半年及以

上的人群。本研究的样本量共计 １５５４８份，其中历年的农民工样本量分别
为 ６２９份、３４１４份、１０２１份、２０２８份、１９９０份、１９７８份、２１９７份、
２２９１份。在世代划分方面，按照 １０年为一代，将样本划分为 “４０后”
“５０后”“６０后” “７０后” “８０后” “９０后” “９５后”，其中， “９５后”
的农民工被定义为新世代农民工，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因此将其单独划分

出来。

市民化分析框架分为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心理心态。四个

维度的具体指标和相应的题目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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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测量维度和题目

维度 指标 题目

经济获得

收入水平 您的个人月收入是多少元？

失业预期 您认为自己在未来 ６个月内失业的可能性有多大？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

层次？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您目前有没有失业保险？

社会参与

宗亲会／同乡会 近 ２年来，您是否参加了宗亲会／同乡会的线下活动？

校友会 近 ２年来，您是否参加了校友会的线下活动？

兴趣组织 近２年来，您是否参加了文体娱乐等兴趣组织的线下活动？

职业团体
近 ２年来，您是否参加了职业团体 （如商会、农村合作组

织、专业学会等）的线下活动？

心理心态 本地人认同
就您目前的生活状况来说，您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

地人？

　　

各因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说明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收入水平 被调查者当年的月收入 ３５１４６６８１２４６１ ０ ３３００００

失业预期 １＝完全不可能，５＝完全有可能 ２４０ １３７ １ ５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１＝下，５＝上 ２３０ ０９１ １ ５

养老保险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３７ ０４８ ０ １

医疗保险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７９ ０４０ ０ １

失业保险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１０ ０３１ ０ １

工伤保险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１５ ０３６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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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说明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生育保险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０９ ０２８ ０ １

宗亲／同乡会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０９ ０２９ ０ １

校友会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２４ ０４２ ０ １

兴趣组织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１２ ０３３ ０ １

职业团体 １＝参与，０＝未参与 ０１４ ０３４ ０ １

本地人认同 １＝是本地人，０＝不是本地人 １１８ ０３８ ０ １

自变量

年龄 被调查者当年的年龄 ４１５９ １２１３ １８ ６９

时期 调查时期 ２００６ ２０２１

世代 １０年为一组世代 １９４０ １９９５

控制变量

性别 １＝男性，０＝女性 ０５４ ０５０ ０ １

婚姻状况 １＝已婚，０＝未婚 ０８３ ０３７ ０ １

流动状况 １＝省内，０＝省外 １２０ ０４０ ０ １

受教育年限 被调查者受教育的年限 ８７１ ３７３ ０ ２０

　　

四、结果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包含经济获得、社会保障、社会参与、心理心态四个维

度，以下分别论述这四个维度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经济获得方面

经济获得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如表３和图１所示。

表３　经济获得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收入水平 失业预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截距 ６７５８ ０１８０ ２８７５ ００８７ ０７３８ ００２８

年龄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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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收入水平 失业预期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性别 ０４４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６

婚姻状况 ０１３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１０

流动状况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５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时期＿２００６ －０８９０ ０１４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７

时期＿２００８ －０１０５ ０１４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４

时期＿２０１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４８ ００９３ ００２５

时期＿２０１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４

时期＿２０１５ ０２１４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４

时期＿２０１７ ０１９８ ０１４７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４

时期＿２０１９ ０３３９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时期＿２０２１ ０３９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４

世代＿１９４０ －０４２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世代＿１９５０ －０２４６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世代＿１９６０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世代＿１９７０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世代＿１９８０ ０１９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世代＿１９９０ ０２６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世代＿１９９５ ０２０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２对数似然值 ３０１６７２ ３４８３３７ １４５９７４

　　注：代表 ｐ＜００５，代表 ｐ＜００１，代表 ｐ＜０００１。以下表４、５、６与此相同。

年龄效应：农民工在经济获得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年龄和生命周期

特征。在经济收入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的收入随之增长，收入

的高点出现在 ４０岁左右。在对未来失业可能性的预估上，随着年龄增长，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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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经济获得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

他们的失业预期变低。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呈现 “两头高，中间低”

的特征，即处于４０岁左右的中年农民工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最低，这与前
人的研究是一致的。中年农民工承受更为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的生活期望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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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存在差距，导致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最低。①

时期效应：农民工在经济获得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时期效应。具体表

现为：农民工的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其未来失业预期也呈现提升趋势，

他们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呈现 “先升高而后下降”的趋势。随着市场对农

民工需求的增加，市场结构性短缺而出现的 “民工荒”，以及国家提升农民

工权益政策的不断出台，农民工的收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② 同时，随着

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多的部门，而服务业

被认为是就业稳定性最差的部门。③ 此外，不断涌现的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

业岗位如快递、骑手等属于高度不稳定行业，④ 再加上近几年因中美贸易摩

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导致整体就业形势不稳定，人们的失业预期提升。⑤ 主

观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不仅受到社会横向利益比较的影响，还受到纵向利益

比较的影响。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一系列的利农政策，如农业税的减免，农村养
老、医疗保险的实施等极大地提升了农民及农民工的获得感。但这种相对获

得感的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弱，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依然面临

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工的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⑦

世代效应：农民工在经济获得方面的世代效应，除在个人收入水平方

面存在世代差异外，其他方面都没有呈现显著的世代差异。在收入水平方

面，可以看到越往后出生的世代，其个人收入水平越高，这与前人的研究

是一致的。⑧ 新世代农民工更希望从事高收入的职业，而不断涌现的高收入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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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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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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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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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职业也为新世代农民工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除此之外，剥离年龄、时期

效应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世代的农民工在经济融入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

著的差异。除了收入水平之外，在职业稳定性和个人主观获得方面新、老世

代农民工呈现相似的状态。

（二）社会保障方面

社会保障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如表４和图２所示。

表４　社会保障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截距 －１８６０ ０５２２ １８３６ ０１９３ －６３７００３２９ －５１５１０３９３ －６７７３ ０４４９

年龄 ００１１８０００４０００１４７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６７０００４８－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５８

年龄的

平方
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３

性别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２－０００８ ００５４－００３５ ００６９ ０３３９００５９ －０３３８ ００７５

婚姻

状况
００９４ ００６５ ０５２４ ００７３－００７３ ０１００－０１５３ ００８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０

流动

状况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２－０５６９ ００３６ ０３４３００４６ ０３２９００３９ ０２６０ ００５１

受教育

年限
０１２３０００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８ ０３３６００１３ ０２３０００１０ ０３２０ ００１４

时期＿

２００８
－２０２８０４３４ ０２７９ ０１６０ －０８１６０２２２ －０６２００１７６ －１２１８ ０３２３

时期＿

２０１１
－０２０２ ０４３４－００９７ ０１６７－０１６７ ０２２３－００６８ ０１７９－０２９２ ０３１４

时期＿

２０１３
０５５３ ０４３２ ０２６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４ ０２０６ ００７０ ０１６７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５

时期＿

２０１５
０７９１ ０４３２ ０３５３ ０１６３ ０２４０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６ ０１６７ ０３０４ ０２９５

时期＿

２０１７
０３００ ０４３２－０５４２ ０１５９ ００９０ ０２０７－００５０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７ ０２９６

时期＿

２０１９
０５８７ ０４３２－０２６１ ０１５９ ０５４００２０６ ０５２２０１６７ ０７４５ ０２９５

世代＿

１９４０
０３１１ ０３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５２－０２８５ ０３２７－１４６９０４８１－０８７５ ０５１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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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世代＿

１９５０
０６９５ ０２９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９ －０３７９ ０２３６ －０６２６ ０３５５ －０６０３ ０３４５

世代＿

１９６０
０５２１ ０２８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４ ０１９８ ００７６ ０３３４ －００４８ ０２９４

世代＿

１９７０
０３５５ ０２８１－０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４３７０１８９ ０６４０ ０３３０ ０６１６ ０２８２

世代＿

１９８０
－０００９ ０２８３－００１９ ００４４ ０４３７０１８６ ０７９５０３３０ ０７３６ ０２７９

世代＿

１９９０
－０５１３ ０２９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９ ０２４０ ０２０５ ０６１１ ０３４１ ０４５１ ０２９４

世代＿

１９９５
－１３６０ ０３１２－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４８４０２４２ －００２８ ０３６１ －０２７８ ０３２９

－２对

数似

然值

５８５８５４ ６３９０１１ ８０２３７４ ７０９６２５ ８４０４９３

　　

年龄效应：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表现出较为显

著的年龄和生命周期特征。具体表现为：在养老保险方面，随着年龄增长，

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与率随之提高，最高点出现在老年阶段；在医疗保险方

面，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参与率也随之提高；而他们在失业、

工伤、生育保险参与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年龄效应。

时期效应：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参与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时期效应。具

体表现为农民工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与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

高。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的问卷在措辞上发生了改变，将之前问卷中的 “养老

保险”变为 “养老保险或退休金”，“医疗保险”变为 “医疗保险或公费医

疗”，尽管概念的范畴变大了，选择的人数却变少了，当前数据无法对这一

变化做出解释。本文仅聚焦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社会保障参与情况，其总体
呈现上升趋势，尤其表现出与 ２００８年的显著差异，这与国家推行的普惠式
养老、医疗政策有较大关系。

世代效应：除医疗保险外，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的参与方面呈现出显著

的世代差异。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与率随代际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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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而提高，越往后出生的农民工其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与率越

高。其中 “８０后”世代的农民工是最具社会保险意识的群体，而 “９０后”
世代的农民工的参与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未在统计学上达到显著水平。

“９５后”世代的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参与率最低。农民工的参保受制度安排、

图２　社会保障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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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企业以及个体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① 新世代农民工的参保率降低，一

方面与他们远离乡土、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 “新农合”的意识和行动不足有

关，另一方面也与新世代农民工的灵活就业形式和较高的职业流动性有关。②

（三）社会参与方面

社会参与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如表５和图３所示。

表５　社会参与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宗亲／同乡会 校友会 兴趣组织 职业团体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截距 －２８５２ ０２４１ －３３４１ ０２７８ －３３９４ ０３９８ －３１５２ ０３８６

年龄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１７７０００４８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３

性别 ０７１１ ００８９ ０２９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８ ０２８８ ００７５

婚姻状况 ００９９ ０１２０ ００７６ ００８８ －０３１５ ０１０３ －０１５５ ０１０２

流动状况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０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５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１７９ ００１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３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２

时期＿２０１１ －０２８８ ０１４６ －０４８１ ０１９５ －０３８９ ０３５８ －０６２５ ０３４１

时期＿２０１７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３ ０３３４ ０１８５ －０７５２ ０３５２ －０４７６ ０３３２

时期＿２０１９ ０１６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１８６ ０５４１ ０３４８ ０５５７ ０３２９

时期＿２０２１ －００４３ ０１３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８５ ０６０１ ０３４７ ０５４４ ０３２９

世代＿１９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 －０２７７ ０２７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４４ ０１７４

世代＿１９５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８ －０４６５ ０２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９ ０１５２

世代＿１９６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９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４ －０２１８ ０１２１

世代＿１９７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５ ０２３９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６ ０１１０

世代＿１９８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４４ ０３２６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２

世代＿１９９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９ ０１６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３

世代＿１９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７ ０１６１ ０１８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７ ０１６４ ０１３０

－２对数

似然值
３７３２８８ ３２７２１４ ３７５３４８ ３６４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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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田北海、徐燕：《制度安排与行动逻辑：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现状的实证研究———

以湖北籍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学习与实践》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第 ８９～９７页；杨桂宏、
康晓曦、杨琪：《一线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北京工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第 １５～２３页。
参见许秀川、张卫国、刘新元：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一个 ＯＬＧ模型的考察》，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第 ８８～９８页；崔岩：《就业质量
视角下的外卖骑手就业脆弱性研究》，《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５期，第 ９３～９９页。



图３　社会参与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

年龄效应：农民工在社会参与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年龄和生命周期特

征。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在宗亲／同乡会、校友会、兴趣组织和职业团体的
参与水平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年轻的农民工有更多的时间、动力和需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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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项社会组织和活动。

时期效应：在时期效应上比较明显的趋势是 ２０１１年农民工的各类社
会组织参与水平都是最低的，而 ２０１７年之后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
但在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的差异总体上没有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可见，伴
随农民工进城务工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城市中依靠亲缘、地缘建立的 “强

关系”网络得以加强，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成分的 “弱关系”也有一定的

拓展，① 但居住、职业隔离等因素使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受到一定的

局限。②

世代效应：剥离年龄、时期效应之后，不同世代的农民工在宗亲／同乡
会和兴趣组织参与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校友组织方面，“８０后”
农民工的参与度是最高的，而 “９０后” “９５后”农民工的参与度并没有明
显的提升。在职业团体方面，“９５后”农民工的参与度最高。已往的研究也
表明，由于职业、居住隔离等，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受限，存在明显的

社会网络 “内卷化”倾向。③ 善于使用网络的新生代、新世代农民工，可以

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信息，但是他们的人际社交依然以血缘、地缘等初级社

会网络为主，难以拓展和维系次级社会网络。④

（四）心理心态方面

心理心态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如表６和图４所示。

表６　心理心态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结果

本地人认同

系数 标准差

截距 １４０５ ０１７９

年龄 ００３７４ ００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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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本地人认同

系数 标准差

年龄的平方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３

性别 －００９０ ００６４

婚姻状况 ０２９３ ００９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时期＿２０１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３

时期＿２０１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９

时期＿２０１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９

时期＿２０２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０

世代＿１９４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９１

世代＿１９５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５７

世代＿１９６０ －００９０ ０１２３

世代＿１９７０ －０１２１ ０１１７

世代＿１９８０ －０１０３ ０１１２

世代＿１９９０ －００３８ ０１２７

世代＿１９９５ ０３４４ ０１４９

－２对数似然值 　 ３４９９５６

　　

年龄效应：农民工在本地人认同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年龄和生命周期

特征。具体表现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不断提高，

这与农民工在当地积累的工作年限、社会关系等因素有关。随着年龄的增

长，农民工的工作更加稳定，他们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一个本地人。

时期效应：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随时间的推移在升高，但并没有在统

计上达到显著水平。表现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变化不大，
随后从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２１年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有较大的提升，但并未在统计
上达到显著水平。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多元的，其中户籍制度因素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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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１年第 ３期，第 ６３～７６页；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
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第 １１９～１３２页。



图４　本地人认同维度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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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制度性因素如乡土记忆、城镇购房状况、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状况、收

入满意度、城市体验等都会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随着城市落户政

策逐渐放开，制度性因素产生的影响在削弱，但是农民工在城镇中的购房状

况、子女上学、社会交往等因素依然影响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的

提升。①

世代效应：世代效应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新世代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

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世代，而其他世代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前人关于新生

代、老世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水平哪个更高存在争议，②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在本地人认同水平方面，新生代和老世代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本地人

认同水平方面，有显著提升的是新世代农民工，这与１９９５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在乡土认同、成长求学环境、流动动机等方面与之前世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

有关。③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使用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２００６—２０２１年）共计 ８期、１５
年的数据，分析了这一段时期新、老世代农民工在经济获得、社会保

障、社会参与、心理心态等方面的市民化进程。通过年龄—时期—世代

效应分析方法，本文分解了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主要发现

和结论如下。

在经济获得方面较为显著的特点是：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都显示农民工

的绝对收入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但其就业稳定性预期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并

未呈现同等程度的提高。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④ 相关研究分别从国家

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以及灵活就业形态的角度解释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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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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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星华、李飞：《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人口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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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３６～４０页；杨菊华、张娇娇、吴敏：《此心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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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丰：《逆成长：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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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原因。① 石智雷等进一步指出 “农民工流动自由其实是雇主通过掐尖

式用工以保证资本的利润率，不稳定就业不会提升农民工的群体性收入，

反而强化了群体内部的竞争”这一问题，其实质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进

程。② 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过低还可能会降低身份认

同、助长社会失范等，应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重视。

在社会保障获得方面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得随时间

的推移提升明显，但在世代效应方面，并未呈现线性上升趋势，“８０后”新
生代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最高。农民工的参保水平受多重因素影响，尤其是受

国家制度安排、用工企业以及部分个体性因素的影响。③ 时期效应表明国家

在推进一系列普惠式农村养老保险、“新农合”等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存在

一些学者指出的农民参保出现 “泡沫化”现象。很多农民每年缴１００元的象
征性参保、部分农民只缴一次的 “一次性参保”、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缺乏

与城镇职工同等权益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依然是阻碍他们市民化进程的重要

原因。④

在社会参与方面较为显著的特点是：随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各类社会

组织参与水平有所提高，但在 ２０１９年后变化不大，而新、老世代农民工之
间差异不明显，仅在校友会参与方面 “８０后”农民工的参与水平相对较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在增强，但职业隔离、空间

隔离等原因阻碍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⑤ 而生活场域和职业场所的高度

流动也不利于农民工建立长期的社交网络关系。⑥ 农民工在人际社交上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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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缘、地缘等初级社会网络为主，难以拓展和维系次级社会网络，① 这说

明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心理心态方面较为显著的特点是：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水平随时间推

移有所提高，但并未达到显著水平，世代效应突出的特点是新世代农民工的

本地人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世代。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复杂多元

的，随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政策的放松，早期被广泛关注的户籍制度因素对

身份认同的影响变小，但与制度相关的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依

然存在。② 除此之外，非制度性因素如乡土记忆、城镇购房状况、收入满意

度、城市体验等因素也对农民工的本地人认同产生影响，③ 从这个角度讲，

大部分成长经历都在农村之外的 “９５后”农民工可以拥有更高的城镇身份
认同水平，相较于 “８０后”新生代农民工徘徊在乡土认同和流入地认同之
间，新世代农民工更少出现 “认同模糊化”“认同困惑”等问题。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外，也需要注意在剥离年龄、时期效应后

的世代效应显示新世代农民工在就业稳定、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参与水

平方面并没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大程度的提升，这是后续市民化进程需要

关注的问题。“高收入、高本地人认同”与 “低稳定预期、低保障水平”形

成新世代农民工冲突性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与新世代农民工从事的行业类

别、职业类型具有密切关系。针对新职业青年的调查显示，有 ２６３％的新
职业青年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和商业保险，④ 由于一些新业态职业 （如

骑手）与平台企业之间签订的并非长期劳动合同关系，平台企业采用劳务外

包、众包等形式规避责任、降低成本，这实质上在法律和社会保障上将新职

业的从业者置于非常不利的位置。⑤ 随着新世代农民工逐渐步入婚姻家庭及

生育的生命周期，他们对就业稳定和社会保障权益的需求会进一步凸显。政

府应该从法律、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层面提升新世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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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企业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他们长远、稳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

劳动权益保障、职业培训和规划。

此外，本研究中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都显示社会融入的四个层面 （经

济、社会、文化、心理融入）存在不同步的状况，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遵循

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层层递进的顺序，社会融入的层次呈现平行、多维

的状态。① 在本研究中大部分样本是本省市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其本地人

认同水平相对较高，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可以看到

农民工在各类社会组织和网络的参与并没有随时期推移呈现显著增长的趋

势。新世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备更强的经济实力和更高的本地人认同

水平，然而其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参与水平却并没有显著提升。之所以呈现

这样的情况，可能与农民工社会融入过程受个体需求、市场需求、政府能

力、政策赋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有关。农民工收入的增长更多来自内在的驱

动力，这是农民工主体性发挥最大的维度，而本地人认同水平与城镇化过

程、国家对流动人口的利好政策密切相关，社会保障和社会参与则需要农民

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外部赋能同时参与形成合力。目前中央城市化政策与地方

落实城市化政策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张力，在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住

房、子女教育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此外，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

网络较单一且社会参与水平不高，基层政府在社区构建中要注重构建农民工

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机制和交往平台，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提高其社区参与

水平。政府和企业应搭建职业团体、老乡团体、行业学习组织、兴趣团体等

可拓展的社会支持资源和互助平台，以帮助农民工在城市中 “织网扎根”。

（责任编辑：温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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